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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确立 

张星星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

党和全国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

主义改造，同时以极大的精力关注意识形态领域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无产阶

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思想教

育，开展对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思想和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批判斗

争，以确立社会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到 1956 年，新中国在成功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同时，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取得决定性胜利，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

位。 

        一一一一、、、、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

的思想，作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任务[①]，积极配合党和国家的中

心任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各项思想文化斗争，为巩固新生的

人民民主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政治保证，同时也为展开大规

模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在对各种反动的或错误的思想斗争中，

党和政府一方面强调，“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批评一切非无产

阶级的思想，这样才能确立马列主义——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另一方面，

根据党和国家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小工商业者和农民个体经济存在的基本政

策和社会现实，认为“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体系，既非

马列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要批评，但不能肃清，也肃不清”[②]。 

  这种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既要批评又要慎重的态度和政策，一直

延续到 1952 年。在 1952 年初的三反、五反斗争中，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

主办的《学习》杂志先后刊登《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

（第 1 期）、《论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 2 期）、《认清资产阶级思想

的反动性》和《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第 3 

期）等文，反映出否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作用等“左”的思想倾向。毛泽东迅速对此提出严肃批

评，并将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批转全党，要求“各级党委组

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③]。毛泽东还在 3 月 27 日修改中共中央统战

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上写道：“在允

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

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

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④]1952 年 9 月 5

日，毛泽东又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指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

思想，……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

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

传。”[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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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年 9 月，中共中央对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方法

和步骤开始有了新的战略思考。在 9 月 24 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

首次提出了“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

义”[⑥]的设想。根据《毛泽东传》的记载和薄一波的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

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⑦]但是，面对这样一个重大转变，一些

领导干部在某些具体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上，同毛泽东的战略思考确实存在一定差

距。为了统一党内特别是中央领导层对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认识，毛泽东在继

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深入思考的同时，先后对“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确

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

和“四大自由”等观点或政策提出严厉批评，并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

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

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

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

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⑧]1953 年 11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判党

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肯定了中南局和湖北省委对干部中存在的资本主义思

想及各种错误观念及时予以批判的做法，要求全党“务必抓紧对党员首先是干部

进行教育和批判”[⑨]。 

  与此同时，周恩来于 1953 年 9 月 8 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 49 次扩大会议上

作《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全面阐述。9 月 24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发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

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12 月，由毛泽东作出重要修改和增

补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

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从过渡时期

总路线的提出到学习和宣传提纲的发布，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一次深刻的社会主

义教育，正确地指明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进道路，使之成为团结和动员全

国人民的伟大旗帜，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和确立社会主义

思想的主导地位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础。  

    二二二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等文章中，深刻分析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共

和国的方案在中国破产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历史性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

“马列主义已经确定地在中国人民中间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1951 年 5 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

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向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前进，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这就是今天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

务。”[⑩] 

  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和集

体智慧的结晶。新中国成立后，正式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成为广大干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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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的

编辑工作高度重视，亲自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了精心修改和

校订，并为部分文章撰写了题记和注释。1951 年 10 月、1952 年 4 月和 1953 年

4 月，《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第三卷先后出版。第一卷第一次印行即达 106.6

万册，第二、第三卷的首次印行都达到 150 万册以上。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新中

国成立后的一些讲话和论著，也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或以单行本面世。毛泽东著作

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提供

了丰富的资料，毛泽东思想愈益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

器。 

  为适应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中共中央于

1953 年 4 月 23 日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1953—1954 年干部理论

教育的指示》，对全党集中学习“联共（布）党史”第 9 章至第 12 章和列宁、

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著作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

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

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实际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11]

同年 10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 1953—1954 年干部理论教育的补充通

知》，进一步明确了理论学习中应当参考的“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献”，主要包括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和周恩来《在 1953 年夏季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等[12]，促进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更好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毛泽

东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

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3]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

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

务确定下来，规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形式和方法，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

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完善，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创造了更

为有利的条件。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加速发展的形势下，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

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毛泽东在 1955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

提出了“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的任务。他指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

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

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

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

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

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4] 

  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

《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

问题，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

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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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

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15]6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

党重新学习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

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

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16]。坚

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积极克服照搬苏联模式和苏联经验

的教条主义倾向，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和新发展，使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三三三三、、、、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斗争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斗争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斗争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斗争 

  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不断深入的形势下，毛泽东从 1954 年 10

月开始，以支持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文章为契机，发

动了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运动。10 月 16 日，毛泽东写了《关

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

委的负责人。信中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是“向所谓《红楼梦》

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批评“‘大人物’往往不注

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

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的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

同的。”[17] 

  根据毛泽东的信，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立即召开会议，初步检查了思想上的错

误和缺点，检查了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忽视新生力量的狭

隘作风。10 月 24 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 60 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

作家、文艺评论家、报刊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讨论会，一致认为李希

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清除胡适

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的影响是一场迫切的斗争。随后，《人民日报》相继发

表一系列批判文章。12 月 2 日，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

大会议，讨论和制定了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方案。胡适哲学思想批判，主要

批判他的实用主义，由艾思奇负责召集；胡适政治思想批判，主要由侯外庐负责

召集；胡适历史观点批判，由范文澜负责召集；胡适中国哲学史批判，由冯友兰

负责召集；胡适中国文学史批判，由何其芳召集；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

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由尹达负责召集；《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由张天

翼负责召集；对历来《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批判，由聂绀弩负责召集。各主要论

文送请《人民日报》发表。 

  1955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

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同时批转《中央宣传

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中共中央的通知指出：“对俞平伯《红楼梦

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

风及其一派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这些思想斗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

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

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通知强调：“思想战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条极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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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战线，不加强这条战线，不首先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胜利，就不能保证在实际

斗争中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18] 

  1955 年 3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

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人民群众中开展宣传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指示强调：“必须唤起

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

导当做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

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

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

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

的影响，大大提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便于形成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19] 

  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在中国有着长久的深厚的影响。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是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建设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关注这场斗争，借用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为由

头，发动了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斗争。这是毛泽东从开国前后就十分重视反

对历史唯心主义斗争的继续，从批驳艾奇逊的《白皮书》，宣告帝国主义者唯心

史观的破产，到批判《武训传》的奴才哲学，又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

扩展到整个学术文化领域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应当看到，这些

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意识

形态阵地的重大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文化环境里，马克思主义在思想

文化领域中尚未占据显著优势，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与文史哲等学科中，抵制和批

判一切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涤荡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正是新中国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任务。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

判和斗争，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但也确实存在

着混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界限的倾向，对文化发展和学术繁荣造成

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四四四四、、、、提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提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提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提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 

  经过 1954 年 10 月以来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斗争，特别

是经过 1955 年底到 1956 年初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

得重大胜利。如何调动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

毛泽东关注的重大问题。同时，苏联的学术界和文艺界揭露出来的干预过多等问

题，也促使人们从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4 月 25

日至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27 日，

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会上发言，提出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

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别开，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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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

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

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

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把那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

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他还谈到，文艺在苏联共产党内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

无数的清规戒律。[20]4 月 28 日，毛泽东在会上作总结讲话，明确阐述了“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

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

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

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

就会越来越多。”[21] 

  5 月 2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阐述十大关系问题，并正式宣布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

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

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

种意见。”[22]双百方针的提出，在学术界和文艺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对推动社

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贯彻双百方针，《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多次批评意见，于 1956 年 7

月 1 日实行改版。在《致读者》的改版社论中指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

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报纸是

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

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党的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

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我们的报纸名字叫

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

它的主人。”[23]中共中央在批转《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时指出：

“《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各地党委今

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

都是人民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24]。

《人民日报》的改版，成为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范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到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中国共产

党的正确领导下，新中国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同时，积极

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既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

度和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重要保证。

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

设也无庸置疑地取得了的决定性胜利。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一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

国现代史》2007 年第六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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